
第十四章 关键时刻 

  按照斯大林最早的打算，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至少应该有五十名被告人出庭。可是，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能够

出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十六名被告。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答应在法庭上重复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诉。  

  在这十六个人中，有五个是直接帮助内务部筹备这场审判闹剧的工具。而在这五个帮凶之中，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

维德、别尔曼——尤杯等三人是奸细，剩下的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则是“机关”派去执行中央秘令的内应，他们根本不

是什么被告人。  

  开庭前的最后一周，全部用于“彩排”：被告们在维辛斯基和内务部侦讯人员导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自己的角

色，并在详尽的提示下，背诵自己的“台词”。  

  选择合适的公审场所。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为此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得由斯大林亲自主持。亚果达提出了好几个地

点、斯大林选中了其中最小的一个——苏维 埃宫内的十月礼堂。这个礼堂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个座位，而苏维埃宫中还有一

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即有名的“圆柱大厅”。更有甚者，斯大林还命令亚果 达，在审判大厅里旁听的听众，必须

是清一色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任何“局外人”都不得进入，哪怕是中央委员或政府成员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内务部就不

仅要保 证向法庭提供被告人，而且还得提供听众。  

  被派进大厅去充当听众的，都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书、打字员、译电员等等。他们得到的通行证，有效期只有半

天，也就是说，“听众”是半天一批人。这些人预先都清楚自己的座号，前去旁听时都必须着便衣，只有内务部的头头们

才能穿军装出现在大厅里。  

  过去，中央委员或政府要员若想出席代表大会、阅兵式或其它的什么盛典，都可以从内务部领到通行证，但这一次，

尽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会打电话给内务部要求领取旁听公审的通行证，但都遭到谢绝，理由很简单：审判大厅座位有

限，通行证已全部分发完毕。  

  尽管被告们都保证过将会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斯大林依然放心不下，生怕哪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法庭

上会突然推翻供述，揭露出全部真 相。故此，斯大林才不准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出庭旁听。他认为，内务部那些打字员，译

电员等职员是充当听众的最合适人选，因为这些人不仅不关心政治、而且多年 的“机关”工作早使他们学会了守口如瓶。 

  被告人的亲友一个也不准出庭。斯大林没有资产阶级法院那种温情，在他眼里，被告人的亲友只配当人质。  

  由于非常害怕被告人会突然站起来揭穿审判闹剧，审判的组织者们除了严格挑选听众之外，还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

以便一旦发现有人“造反”，就立即堵住那人的嘴。  

  在审判大厅的各个角落，都布置有一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只要危险症候一出现，他们便会根据公诉人

发出的信号，跳起来大喊大叫，压 住被告人的声音。而审判长又将以“公众”的这种情绪为借口，中断审判，以便“恢复

法庭秩序和安静”。不用说，当继续开庭时，“造反者”就再也不会在大厅里 出现了。  



  表示预审结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由亚果达和叶着夫出面主持的“鼓励性”谈话。谈话对象是几个主要的被告人：季

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 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尔——瓦加尼扬。叶若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再次向他

们保证：只要他们在法庭上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都会 得到不折不扣的兑现。同时，他又提醒自己

的“谈话对手”，不得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暗示也不行。叶着夫最后警告说，政治局认为，全部被告人是 

一个被共同责任联在一起的整体，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个人敢“背信弃义”，全体被告人都将承担有预谋地不认罪，不服

法律的责任。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开庭，审判长是瓦西里·马尔利赫，一个曾在契卡反间谍处供过职的人，法

官们和书记员面向听众，坐在大厅之端。律师缺席：“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政权，不敢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审判。  

  听众右侧墙边，坐着被告人。他们分成四排，坐在椅子上，前面是矮矮的木栅栏。三名内务部队的士兵，手持刺刀

枪，在一旁警卫。被告人对面，左侧 墙边的小桌后，是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被告人背后，大厅最远的角落，可以看见一

扇便门。从便门出去，便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一侧有几间小屋，在其中一间 里，安放着一张小餐桌，上面摆满精美可

口的冷盘和清掠凉料。这里是亚果达的“工作室”。他和几名助手坐在餐桌后。通过专门安置的扬声器，监听被告们在法

庭 上的供诉。其它几间小屋是为被告人和卫兵准备的。在上午和下午的休庭期间，公诉人就应该在这里会见被告人，向他

们发布补充指示。重申诉讼规则，这里也是被 告人休息和吃东西的地方。  

  同预审中相比，被告们多少显得精神些了。最后这两个星期来，他们的睡眠好些了，体重也略有增加。但那泥土般的

脸色和发青的眼圈，仍然清楚地表示着他们曾遭受过的一切。  

  然而，并非每个被告人都如此。在被告席上，有几个人看上去格外抢眼：红光满面，举止随便。与他们一比，其它被

告人不是无精打采，忧郁不安，就是另一个极端：嚣张，放肆，象是有神经病。因此，有经验的人一眼就可分辨出，谁是

真正的被告．谁是冒充被告的奸细。  

  在冒牌的被告人中．伊隆克·赖因霍尔德最惹人注目。一张肤色健康，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毕挺光鲜的西

装。使他看上去很象个演员，而 且是明星演员。他坐在第二排的最边上，紧挨栅栏，那姿态，那表情，俨然是个偶然挤上

公共汽车的乘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诉人，仿佛只要对方稍有暗示，他就 会弹起来予以协助。离他不远，坐着内务部的

奸细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没想到自己会挨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坐，所以显得不那么神气。他不时窥视这两个 

“大人物”一眼，目光中既有恐惧，又夹杂着敬畏。两名曾被内务部派往德国共产党充当秘密代表的“被告人”——弗里

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一本正 经地翻看自己的笔记本，显然是准备在公诉人召唤时起来履行自己的“党员义

务”。在五个冒牌被告人中，只有皮克尔一个神情沮丧，忧心忡忡。  

  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眼眶下垂着两团肿泡而沉重的肉团，一副病态的样子。

他正在忍受哮喘病的折磨，不时张 大嘴巴吞咽空气。出庭第一天，他一落座就赶紧解开衣服，取下领带。在后来的整个审

判中，他都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季诺维也先经常向听众席上观望，目光中充 满惊奇和疑惑：如此重大的公审，怎么不见

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真的，一个也不见，因为这些人他多半都认识。而加米涅夫对此可能更感惊愕。多年担任莫斯 

科市苏维埃主席的他，对莫斯科的出名人物几乎无一不晓。毋庸置疑，他们两人都明白了这些听众的构成，而且一定意识

到，他们与其说是被交付法庭，不如说是被 人从内务部的一处押到了另一处。在这个大厅里，任何抗议声都不可能传出

去，更不可能传向外界。  

  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他的第一项工作是验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然后，他大声宣布，被告们全部拒绝请律师，

因此可以做自我辩护。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十六名被告，既然知道法庭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全都拒绝律师帮助呢？要知道，律师至少

能为他们说几句话——这是律师的 责任。其实，这种怪现象自有其原因，而且十分简单：开庭之前，全体被告人都被迫向

内务部作了拒绝请律师的保证。更有甚者，他们还被迫答应，在法庭上绝不为 自己辩护半句。果然，到了法庭上，每当问

到他们有无问题需要自我辩护时，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国家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法庭开始询问被告人。在持续三天的法庭调查问中，被告们叙述了一个似乎已密谋多年

的恐怖行动计划。但是，无论公诉 人还是被告人，谁都无法举例证明这一计划已付诸实施。当然，暗杀基洛夫一案例外，

但我们已经知道，基洛夫是被斯大林自己派亚果达和孔波罗热茨组织暗杀的。  

  这次审判之后，斯大林又把杀害基洛夫的罪责硬栽到另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头上。并分别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把

他们送上了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之，在这场卑鄙的，旷日持久的牌局中，基洛夫案件成了斯大林的一张“屡战屡

胜”的并做有暗记的王牌。  

  尽管公诉人拿不出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它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暗杀基洛夫的任何证据，被告们自己却

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罪行供认不讳。只有斯 米尔诺夫一个人敢于戏弄公诉人。他在回答维辛斯基的提问时，不无嘲讽地

说，在他看来，只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一切指控都是假货。他不只一次地用辛辣的 讽刺暗示所谓阴谋的故事，彻头

彻尾都是伪造。他的话，弄得维辛斯基暴跳如雷。当然，对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斯米尔诺夫还是要让步，但在

让步之前， 他总要先对整个罪名作一番“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然后才就具体问题宽宏大量地让步说：  

  “好吧，就算是那么回事吧……”  

  斯米尔诺夫在自己的“认罪”发言中，用的全是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语调。对此，维辛斯基在作起诉发言时特别强调

指出：  

  “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

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  

  维辛斯基指控斯米尔诺夫是地下“联合总部”的领导人，当穆拉奇科夫斯基、德雷采尔、帕尔一瓦加尼扬站起来为这

一指控作证时，斯米尔诺夫给他们 的回答引得全场大哗，笑声不断，尽管听众事先都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当时，科米

尔诺夫转身面对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尔说道：“怎么，你们还需要个领 袖？那好，就选我吧！”  

  尽管被告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在预审中承担的“义务”，维辛斯基仍然强调说，他们在很多细节上“没有把话说

完”。但他们究竟隐瞒了些什么，维辛 斯基却避而不谈。此外，维辛斯基对五个冒牌被告人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在赖因

霍尔德、皮克尔、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杯中间，他特别欣赏 前两人，并一再煽动他们更加凶狠地诽

谤其它被告人。维辛斯基似乎没有发现，赖因霍尔德由于太卖力，把被告人的角色演得太过火了。  

  “审判员同志们，”维辛斯基说道，“你们一定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

上，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的确，对公诉人的夸奖，赖因霍尔德当之无愧，从审判开始到结束，他都一直在给维辛斯基捧场。为了攻击其它被

告。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和超群的 记忆力。无论哪个被告人，只要其陈述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赖因霍尔德就会

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活象他的同伴因为害怕而故意要向法庭隐瞒什 么。甚至当公诉人在某一点上弄错了的时

候，赖因霍尔德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对维辛斯基的话“做一点补充”。而这时，维辛斯基也总是对

这 位被告人的补充洗耳恭听，嘴角还挂着宽宏而善意的微笑。  



  皮克尔则象个应声虫，不折不扣地重复着赖因霍尔德的每一句话。不，他讲话时显得很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种做

作的义愤和激情。  

  对于维辛斯基来讲，尽管没有物证，但要揭露被告人和发表激昂的起诉演说并不困难，因为对他在起诉中提出的罪

名，被告们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 屈，反而想方设法予以承认。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骇人听闻的

大阴谋，甚至不顾及许多众所皆知的事实，例如，在所谓实施这一阴谋时，这 些被告人中相当一部份报本不可能参加，因

为他们有的在坐牢，有的在遥远的流放地。维辛斯基在结束起诉演说时高声喊道：“我强烈要求将这群疯狗统统枪毙，一 

个不留！”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即开庭的第四天，被告们都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底稿交给了莫尔恰诺夫，而后者又把这些底

稿送去给叶若夫审阅。叶若夫子的 第一件事，就是把底稿中有关被告人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

掉。审判闹剧的导演们不愿意让老布尔什维克们向法庭陈述自己那光荣的过 去，因为那样一来，全部指控就会显得更加站

不住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主要的几位被告人曾经参加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 建

活动，曾经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甚至连他们过去正式在苏维埃政权中担任的职务也不准提及，在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

书中，紧挨姓名的职务栏里，填的全是 “职员”。  

  被告们作“最后陈述”，可以算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在这一幕中，被告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斯

大林迫害的希望，走到了自己抵毁 自己的极限。他们都了解斯大林的报复心和残忍，所以，不顾一切地甚至“超额”地去

完成侦讯机关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唯恐让斯大林抓住一丁点借以撕毁其许 诺的理由。他们时而把自己骂成是丧尽天良

的凶手、法西斯，时而高声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尽管他们心里知道斯大林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革命事业的叛徒。  

  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尽管有过不准向法庭提及革命经历的警告，可他实在忍不住，

居然置这警告于不顾，一开始便简 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过去，他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甚至连他的爷爷都是

革命者，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他的父母都是投身革命的工人， 蹲过沙皇的监狱，而他本人第一次被捕时，

仅仅才十三岁，罪名是散发革命传单。  

  “但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苦笑着嚷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  

  审判长与检察长惊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警惕地盯着穆拉奇科夫斯基。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 准备发暗么这

暗号只要一发出， 大厅里那些经过训练的“听众”就会大声起哄，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别想再继续说下去。就在这个时候，

穆拉奇科夫斯基自己却说不下去了。他流着绝望的泪水，使足 全身力气一拳砸在被告席前的木栅栏上。大概，皮肉的疼痛

帮助他战胜了精神的软弱，他恢复了自制力。  

  他赶紧解释说，他刚才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和为革命立下的功绩，并不是想替自己开脱，而是要让在场的人都知

道，不仅沙皇的将军、公爵和贵族会当反革命，而且象他这样出身无产阶级血统的工人，只要稍微偏离党的总路线，也会

成为反革命。  

  我清楚地记得，当穆拉奇科夫斯基讲完这句话后，审判长乌尔利赫朝维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而后者也显然放下心

来，坐了下来。  

  “在这以后，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再也没有背离预先批准的“台词”了。他从各个角度痛骂托洛茨基，并承认中央严惩

反对派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  



  在即将结束自己的“最后陈述”、时，穆拉奇科夫斯基简直是向斯大林跪地求饶了。不幸的遭遇，使他完全陷入了一

种被虐待狂的精神亢奋状态之中，他竟出人意料地竭力狂喊道：“我们没有及时听从他的话，他才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教

训！他对我们的斥责太好啦！”  

  实际上，这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他想以此向斯大林表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希望得到对

方的宽恕。  

  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愚蠢而肉麻的恭维更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了。换言之，斯大林最讨厌的和要惩罚

的，是那些敢于同他唱对台戏的 人。穆拉奇科夫斯基一定是相信斯大林这一次会实践自己的诺言，不枪毙他，所以在“最

后陈述”中，他没有公开请求宽大，相反，却用了这样一句结束语；“我的 所作所为，背叛了党的事业，所以，作为叛

徒，我活该被枪毙！”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陈述”时再次强调，他承认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仅没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反而向法庭证

明，他不应该得到宽大。然而，当他讲完并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来说道：  

  “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没有其它机会对他们讲话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少先

队员。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

前走。同苏联人民一快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说完，他一只手捂住眼睛，重新坐了下去。在场的所有人都无不为之动情，甚至连几位审判员的脸上，此时也失去了

平常那石头般的冷漠。  

  该到季诺维也夫做最后陈述了。人们很难相信，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曾经多次在党代会和共产国际大会上

使听众为之倾倒的天才演说家。他 呼吸沉重，讲起话来既无自信，又缺表情。他甚至一反多年的习惯，既不看听众，也不

寻求他们的共鸣。只是在讲了好几分钟之后，他才逐渐有了自制力，语言也流 畅起来。他直立在栅栏后面，宣读着斯大林

的手下为他拟好的稿子。他那副模样，令人想到一个平庸的替身演员，而且，这个演员正在竭力模仿季诺维也夫过去的演 

说风格，以便把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角色扮演得象样一点儿，从而让人们更加相信，季诺维也夫过去的功劳全

是骗人的，因为如今的事实表明，季诺维也 久历来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  

  季诺维也夫的最后陈述，同加米涅夫的如出一辙。他也没有为自己，反而为斯大林作了一轮辩护，在结束时，他讲了

一套含糊不清的，明显带有斯大林 式的拙劣推理的话：“我先是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

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 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变种……”  

  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及内务部的三名暗探——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杯，也都分别做了“最后

陈述”。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其余四人都向法庭表示，他们不要求得到宽大。然而，这几名冒牌被告无论嘴上怎么一

说，内心都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绝无生命危险。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审判庭成员离庭进入会议室。亚果达也跟了进去。判决书的内容是早就拟好了的，抄

写一下顶多只需两个小时。可是， 审判庭成员们在会议室中整整呆了七个小时。半夜两点三十分，即八月二十四日凌晨，

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审判席后面。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 判决书。他呆板地读了十五分钟，才念到量

刑部份。这时，大厅各个角落都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停顿了一下，等大厅恢复平静之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 

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极刑——“枪毙！”  



  熟悉政治案件审判程序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们，都以为审判长接着会讲出这种场合惯有的公式化语言：“但是，考虑到

被告人过去的革命功绩，本法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适用死刑，并改死刑为……”  

  然而，这种老一套没有出现。无论人们多么惊愕与不解，审判仍然以死刑判决而告终。在场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

马尔利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刚刚宣读过的那份判决书放进了自己面前的文件夹中。  

  就在这一瞬间，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厉刺耳的吼叫打破了审判大厅里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

业万岁！”喊这口号的，是被告人鲁利耶。他身材瘦小，满头继骛不驯的散发下．一双乌黑的眼睛熠熠闪光。  

  按照苏联法律的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权在七十二小时内递交赦免申请书。一般来讲，在这一时限之内，即使赦免请

求被驳回，也不能执行死刑。但这 一次，斯大林践踏了这一法律规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即宣判死刑仅仅一昼夜之后，

莫斯科的报纸上就注销了官方通告。死刑判决已经执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枪 决，无一幸免。 


